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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宏观层面讨论中国工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利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 ３０ 个省

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工会对技术创新活动及产出的影响。 结果表明， 工会密度对技

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进一步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工会密度与技术创

新之间的关系， 发现在控制了工会密度与省际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后， 实证结果仍然支

持工会密度对技术创新活动及产出有积极影响。 基于中国工会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

实证证据， 本文建议鼓励各级工会在组织创新和技术进步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各地

区间工会层面的技术交流和创新活动的开展， 从而促进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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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工会在现代经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学者研究了工会对

工资、 就业以及其他重要经济变量 （如劳动生产率、 经济增长等） 的影响。 虽然已有

研究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工会对工作场所结果的作用和影响， 如工会对工资有显著

影响、 工会减少员工的离职率等 （Ｆｒｅｅｍａｎ ＆ Ｍｅｄｏｆｆ， １９８４； Ｂｅｎｎｅｔｔ ＆ Ｋａｕｆｍａｎ， ２００４；
姚洋、 钟宁桦， ２００８； 姚先国等， ２００９；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 Ｂｒｙｓｏｎ， ２０１０； 毛学峰等，

２０１６； 李光勤等， ２０１７）， 但有关工会对技术创新这一重要方面作用的研究还相对较

·３２１·

谢倩芸、 钱晓烨： 中国工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谢倩芸，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电子邮箱： ｘｉｅｑｙ＠ ｃａｓｓ ｏｒｇ ｃｎ； 钱晓烨 （通讯

作者）， 四川大学商学院， 电子邮箱： ｘｙｑｉａｎ＠ ｓｃｕ ｅｄｕ ｃｎ。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企业领导者积极心理优势的识别、 效应及机制： 基于追随者视角的研究” （７１８７２１１７）、 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项目 “数字化时代成长的新生代员工虚拟环境胜任力研究” （２０２１ＺＹ － ＳＸ１６） 以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 “创新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ＲＫＳＳＡ０１） 的资助。



少。 创新不仅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源泉、 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更是中国转变增长动能、

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工会对创新技术的影响通过改变企业对技术采纳和研发的投入

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 因而， 工会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

目前考察工会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 一般关注的是

对企业创新或行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工会对创新主要起着阻碍作用 （Ｈｉｒｓｃｈ，

１９９２； Ｓｃｈｎａｂｌｅ ＆ Ｗａｇｎｅｒ， １９９２ａ， １９９２ｂ； 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Ｗａｇｎｅｒ， １９９４； Ｍｅｎｅｚｅｓ⁃Ｆｉｌｈｏ ＆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 ２００３）， 仅有少数研究发现工会鼓励了企业创新 （Ｕｌｐｈ ＆ Ｕｌｐｈ， １９９４）。 近

年来， 学者们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会对创新技术进步的影响， 但是相关研究

还很有限 （Ｂａｌｓｍｅｉｅｒ， ２０１７）。 现有文献表明工会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可能促进也可能抑

制， 其实证影响仍然不清晰， 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存在很多分歧 （ Ｈｉｒｓｃｈ， ２０１２；

Ｄｏｕｃｏｕｌｉａｇｏｓ ＆ Ｌａｒｏｃｈｅ， ２０１３）。 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 通过研究

工会如何影响技术创新， 能够为这一问题的争论提供新的证据。

改革开放前， 中国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工会基本都存在于公有制经济 （如政

府及企事业单位等） 中。 按照 《中国工会章程》，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

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并不涉及到劳资双

方就工资等问题的谈判。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转型， 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 同时， 组织和劳动关系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 雇主和

员工之间开始出现劳资矛盾， 各种劳动争议和劳动关系冲突发生， 政府对工会的要求

也更加强调维护职工权益， 以减少矛盾和冲突。 因而，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会传统

的 “纽带” 功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 （孙兆阳、 刘玉锦， ２０１９）， 工会的职能从企业

利益协同转向职工权益维护的回归 （靳卫东、 崔亚东， ２０１９）。 在中国工会角色过渡的

过程中， 由于市场压力增长的不均衡以及省级和地方政府对于变化的不同反应， 工会

角色的过渡也是不均衡的 （Ｂｕｄ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随着中国工会快速发展， 工会的组建率、 会员数以及职工入会率等都迅速提高。

２０１９ 年中国工会基层组织数为 ２６１ １ 万个， 已建工会组织的基层单位的职工人数为

２９４１２ ８ 万人， 已建工会组织的基层单位的会员人数为 ２８３１７ ８ 万人①。 中国工会已成为

世界最大的工会组织②， 因此， 研究中国工会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尤为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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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中， 关于中国工会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比较少。 可能的原因， 一是数据

较难获得， 导致相关研究较少； 二是中国工会与其他国家的工会在组织形式、 主要职能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目前工会对创新的影响研究主要以其他国家为研究对象， 但是，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中国工会与创新的经验研究同样重要。 中国工会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代表工人的利益， 强调与企业和组织的管理进行合作以提高生产效

率， 通过 “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与行政方面建立协商制度”①， 共同保护

劳动者的权益。 中国工会是单一等级层次的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各地方总工会和各

产业工会全国组织的领导机关， 各基层组织及以上工会之间没有竞争关系。 中国工会的

经费来源， 除了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以外， 还部分来源于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 事业单

位、 机关以及人民政府的补助。 这与西方国家工会在劳动关系中所扮演的对抗性更强的

角色不同。 正是由于中国工会与其他国家工会存在显著差异， 使得研究工会在中国经济

中的作用、 特别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就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实和实践来看， 中国工会通过直接参与、 甚至发挥领导作用等方式， 一直在

企业技术创新和职工培训等方面努力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建设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国

家做贡献。 例如， 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以推动技术创新为主题， 各地区基层以上工

会成立专业技术组织， 开展各种职工技术创新和技能活动， 以达到提高职工素质、 技

能水平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目的， 从而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工作的开展。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全国建有职工技协组织的基层以上工会共 ３６１０ 个， 全国各地区基层工会职工发

明创造项目为 １９ ６ 万项， 其中 １５ １ 万项获得国家专利， 职工技术创新在国家级、 省部

级均获得奖项， 技术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均取得显著成果②。 各地区基层工会技术组织

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例如， ２０１９ 年江苏省各基层工会建有职工技协组织 ６０４７ 个③， 陕

西省各基层工会建立职工技协组织 ５２０ 个④。

有学者开始尝试研究中国工会和创新的关系。 Ｆａｎｇ ＆ Ｇｅ （２０１２） 利用公司层面的

横截面数据探讨中国工会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其研究发现， 与发达国家的工会不

同， 中国的工会鼓励企业的创新和研发投入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基于工会的两面性对

企业创新和研发投入可能产生的相反方向的双重影响， 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会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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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 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企业形成比较规范的管理制度，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尽

管该研究为中国工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然而， 中国工会与技术创

新， 特别是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可能的作用机制仍然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需要更多的

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省级层面探讨中国工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重点分析中国各地区工会的

发展与技术进步的省际差异。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采用面板模型

和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发现， 工会密度对区域技术创新活动及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为： 第二部分为工会影响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部分为数

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 从研究内容来看， 本文增进了对发展中经济

体工会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解。 在揭示中国工会的区域差异性的基础上， 本文发

现了中国工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正向净效应， 支持了工会促进技术进步的理论假设。
这是因为中国工会具有较强的 “话语权的一面”， 而 “垄断性的一面” 相对较弱。 同

时， 中国工会倾向于与企业管理层合作， 以实现提高生产力、 实现员工福利和促进企

业利润增长等共同的目标。 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中国工会发挥的 “话语权” 作用以

及在企业管理中积极的 “冲击效应”， 为探索中国工会与技术进步之间可能的作用机制

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二， 从研究视角来看， 本文利用省级时间序列数据， 从宏观视角为中国工会与

技术进步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 已有关于中国工会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主要是公司层面的横截面研究， 数据来源限制在一个时间段内的企业调查数据。 相比

之下， 省级面板数据能够通过控制未观测到的省级固定效应， 分析工会对区域技术进

步创新的影响。 同时， 省级数据能全面地捕捉工会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省际差异， 特别

是跨省之间可能存在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
第三， 从研究方法来看， 本文采用多种计量回归模型检验工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首先采用面板模型来检验工会对技术创新活动及产出的影响， 而且为了解决内生

性问题， 还针对面板模型采用了工具变量估计策略， 估计结果显示地区工会密度与技

术创新活动及产出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

采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模型对工会密度

与区域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支持工会密度对省

际技术创新的显著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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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会影响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框架

理论上， 关于工作场所的工会化与工作场所的创新之间的关系， 存在两种相互竞

争的假设， 工会对技术进步可能存在促进或阻碍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 工会促进技术进步

工会能够通过其 “话语权的一面” 鼓励企业和组织的技术进步 （ Ｆｒｅｅｍａｎ ＆
Ｍｅｄｏｆｆ， １９８４； Ｂａｌｓｍｅｉｅｒ， ２０１７）。 这主要是基于工会的 “两面性” 理论： 工会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降低工会会员以及被工会覆盖员工的离职率， 使员工在组织中的稳定性增

强。 与高工会率密切相关的员工低离职率能够间接鼓励企业和组织进行研发投入， 增

加提升员工素质和员工技能的人力资本投资， 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研发项目和活动的开

展 （Ｆｒｅｅｍａｎ ＆ Ｍｅｄｏｆｆ， １９８４；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０５； 魏下海等， ２０１８）。 一方面， 工会通过

对工会会员及其覆盖的员工， 甚至对所有员工进行培训、 教育和学习等方式来正面促

进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 并且工会会员及被工会覆盖的员工更愿意提升与企业和组

织相关的技能以体现自己的价值， 这些都可能会增加创造力和创新过程的效率， 进而

促进技术创新 （Ｗａｌｌ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Ｈｏｑｕｅ ＆ Ｂａｃｏｎ， ２０１１）。 另一方面， 员工话语权的

增强， 有助于更公平地分配创新投资产出的收益， 员工对创新项目更有投入的积极性

和努力， 因此有利于企业创新和技术发展项目的施行 （倪骁然、 朱玉杰， ２０１６）。

另外， 工会通过对管理造成 “冲击效应”， 来促进企业和组织的技术进步。 有研究

指出， 工会对企业和组织的管理可能会形成一个 “冲击”， 强迫企业和组织在管理过程

中保持一定程度的正规化， 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Ｒｅｓｈｅｆ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 Ｋｉｚｉｌｏｓ ＆ Ｒｅｓｈｅｆ，

１９９７）。 工会对管理的 “冲击效应” 可能会让企业和组织在管理中引入灵活性、 培训及其

他措施， 这些都有利于增强企业和组织引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的能力， 因而有工会的

工作场所一般会呈现较高水平的创新实践 （Ｆａｎｇ ＆ Ｇｅ， ２０１２）。
（二） 工会阻碍技术进步

与促进技术进步相对应， 工会可能通过其 “垄断性的一面” 阻碍企业和组织的技

术进步。 一方面， 工会 “垄断性的一面” 能够增强工会的谈判力量， 帮助工会索取企

业投资的收益获得成功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１９８３； Ｇｒｏｕｔ， １９８４）。 但是， 工会通过垄断力量要

求分享资本长期投资回报的行为会阻碍企业和组织在研发和先进技术上的长期投资，
而研发和先进技术是企业创新的核心基础， 从而， 工会会抑制对企业投资研发和技术

引进阻碍企业和组织技术进步的发展 （Ｂｒｏｎａｒｓ ＆ Ｄｅｅｒｅ， １９９３； Ｈｉｒｓｃｈ， １９９１； Ｂｅｔｔｓ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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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２００１）。 另一方面， 工会 “垄断性的一面” 能够帮助员工获得更高的工资， 分享企

业投入的回报， 降低企业利润。 而企业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创新产品， 也就是保护来

自于研发和先进技术投入的回报不被工会分去， 但是申请专利的成本可能高于工会从

研发、 高新技术投入回报中得到的份额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６）。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

也有可能不申请专利保护， 甚至从一开始就减少对研发和新技术的投入， 从而阻碍技

术进步的发展。

同时， 因为劳动保护的增强， 工会也可能会阻碍企业和组织的技术进步、 抑制其

创新活动 （倪骁然、 朱玉杰， ２０１６）。 这是由于工会增强劳动保护可能导致企业和组织

的经营和管理弹性下降， 使得企业和组织的投资意愿下降， 可能难以在一些风险项目

净现值的最优水平上投资。 而且， 劳动保护增强会导致企业和组织难以解雇工作能力

较差的员工， 而这些员工的工资、 福利等明显会增加企业负担。 但创新活动风险高、

周期长， 需要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都很高， 在不得不负担额外劳动力成本的情

况下， 企业和组织可能会选择不进行技术发展的投入， 以减少成本来保证收益和利润。

综上所述， 工会对技术进步既可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也可能有负向的阻碍作用。

鉴于理论上的不同预期， 工会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技术创新， 是需要通过实证检验

来回答的重要问题。

（三） 实证模型构建

在前面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实证分析模型以检验工会对技术进步的

影响。 固定面板模型如下：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αｉ ＋ β１Ｕｎｉｏｎ′ｉｔ －１ ＋ Ｘ′ｉｔη ＋ εｉｔ （１）

其中，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ｔ表示每年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 ／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对数； Ｕｎｉｏｎｉｔ

表示每年各省的工会密度， 为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本文对其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

Ｘ′ｉｔ表示控制变量； αｉ 为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εｉｔ ～ ｉｉｄ （０， σ２
ｕ）。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

文还采用了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模型， 运用工具变量进行分析。

为捕捉省级变量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效应， 本文采用了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对工会密度和技术创新活动的关系进行进一步估

计， 以获得更准确的估计结果①。 根据 Ｅｌｈｏｒｓｔ （２００３） 和 Ｓｈｅｈａｔａ ＆ Ｍｉｃｋａｉｅｌ （２０１３），

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选择中， 当空间滞后拉格朗日乘数 （ ＬＭ ｔｅｓｔ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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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空间相关性的来源不同， 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分为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
空间误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和空间自相关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三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比空间误差拉格朗日乘数 （ＬＭ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更显著， 且稳健的空

间滞后拉格朗日乘数 （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显著但稳健的空间误差拉格朗日

乘数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不显著时， 应当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回归。 对

本文模型计算拉格朗日乘数显示， 空间滞后效应和空间误差效应都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以

上显著， 因此， 无法依据上述条件对模型进行选择。 故而本文同时采用了空间滞后模

型、 空间误差模型以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模型进行检验， 总体来看， 三种模型的估计

结果保持一致。 受篇幅所限， 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仅报告了最为常见的空间滞后模型

的结果。

空间滞后固定效应模型的公式如下：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τ ＋ ρｗ′ｉ Ｐａｔｅｎｔｔ ＋ β１Ｕｎｉｏｎ′ｉｔ －１ ＋ Ｘ′ｉｔη ＋ ｕｉ ＋ γｔ ＋ εｉｔ （２）

εｉｔ ＝ λ∑
Ｎ

ｊ ＝ １
Ｗｉｊε ｊｔ ＋ μｉｔ （３）

（２） 式中， γｔ 代表了每个观测值的时间固定效应； ｕｉ 则代表了区域个体效应； Ｗｉｊ为

空间相邻加权矩阵中的元素； ｗ′ｉＰａｔｅｎｔｔ ＝∑ｎ
ｊ ＝１ｗ′ｉｊｙｊｔ是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反映的是因变

量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对模型的影响。 为同时控制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和空间相关性问题，

本文研究还采用了动态面板空间模型和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进行进一步

分析。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实证模型进行检验。 在样本时期内， 中国的经

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稳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 劳动关系和相关的劳动立法也有

了长足的发展。 因此， 选取这段时期作为样本考察时期可以更好地检验改革开放后现代

劳动力市场上的中国工会对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由于回归模型使用了滞后一期的工会覆盖密度以减轻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本文分析

所使用的数据观测期为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数据自 《中国工会年鉴》、 《中国统计年

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汇编而成。 其中， 《中国工会年鉴》 由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 是根据对各基层工会的全面调查， 再将数据统计汇总。 《中国工会

年鉴》 的数据具有以所有地方各级基层工会为基础的优势， 从而提供了关于中国工会的

更为全面的情况。 最终， 本文形成了一个包含 １８ 年、 ３０ 个省份共 ５４０ 个观测值的面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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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样本①。

本文研究中的因变量为技术创新活动及产出， 用 “发明专利申请量” 和 “发明专

利授权量” 两个指标来衡量。 从 《中国统计年鉴》 中获取各省发明专利申请总量、 发

明专利授权量和总人口数， 然后分别计算得到各省的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 和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 并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 各省的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范围处于 ６ １５ ～ １３ ２１ 之间， 总体平均值为 ９ ３６。 而各省

的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范围处于 ４ ３１ ～ １２ ２９ 之间， 总体平均值为 ７ ９１。 由于

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存在长达几年的时滞， 本文同时采用了这两个变量作为技术创新的

衡量指标， 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工会密度， 用各地区 “工会覆盖密度” 和 “工会会员

密度” 两个指标来衡量， 以反映各地区工会发展基本情况。 具体来说， “工会覆盖密

度” 是各地区已建工会基层单位职工人数相对于该地区就业人数的比例 （百分比）；
“工会会员密度” 是各地区已建工会基层单位工会会员人数相对于该地区就业人数的比

例 （百分比）。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各地区 “已建工会基层单位职工人数” 和 “已建工会基

层单位工会会员人数” 来自 《中国工会年鉴》； ２０１８ 年各地区 “已建工会基层单位工

会会员人数” 来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这两个指标中， 前者衡量工会的覆盖范

围②， 而后者直接衡量工会会员数量。 各地就业人员总数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来自 《中国统

计年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
在微观分析中， 工会覆盖密度和工会会员密度之间的区别可能很大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Ｂｕｄｄ ＆ Ｎａ， ２０００）， 但本文使用省级层面数据， 工会密度的这两个指标之间

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９９。 由于使用任何一个指标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 因此本文将使用 “工
会覆盖密度” 这一指标，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各省的平均

工会覆盖密度为 ０ ３２， 范围为 ０ ０２ ～ ０ ８９， 而本文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工会密度的区域

异质性。 在进行各地区工会密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多变量分析中， 本文将充分考虑

中国不同区域工会密度的异质性 （即每一个空间单位上的工会密度与其他空间单位上的

工会密度相区别） 和工会密度在区域间的空间依赖性 （也称空间相关性， 即工会密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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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描述性统计和空间相关性检验时， 用到了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 年 １８ 年间的数据； 在回归分析中， 由

于引入时间滞后项， 实际用到了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年间的数据。
工会覆盖范围包括那些被工会合同覆盖的可以享受工会工资的非工会成员。 这些从业人员

享有和工会会员在工资、 福利上一样的权利， 但他们没有对工会的选举、 决定等进行投票

的权利。



相似性与空间距离的接近性方向一致）。 空间依赖性来自于空间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 也

来自于空间区位的地理相似性和历史发展积累。 正是由于工会密度和省际技术创新空间

效应的存在①， 本文将在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面板模型之外， 引入空间面板模型作为分

析工具， 以矫正传统面板模型因忽略空间相关性而导致的估计偏误。

在回归模型中， 本文还控制了各地区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就业人员数、 私营企

业雇员比重、 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比重等会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变量。 其中， 各地区第

二产业增加值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指标； 各地区就业人员数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工会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数量不相同， 本文模型中也控制了各地区私营企业就

业人数比例， 该比例为各地区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高等教育

从业人员比重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以往研究表明区域人力资本是影

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钱晓烨等， ２０１０）， 本文将这一变量也纳入模型进行控制。 具

体的变量定义和统计描述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会覆盖密度
各地区已建工会基层单位职工人数占全部就

业人数的比例
０ ３２ ０ １３ ０ ０２ ０ ８９

工会会员密度
各地区已建工会基层单位工会会员人数占全

部就业人数的比例
０ ３１ ０ １２ ０ ０８ ０ ８２

每万人发明

专利申请量
各地区发明专利申请量除以总人口数的对数 ９ ３６ １ ５９ ６ １５ １３ ２１

每万人发明

专利授权量
各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除以总人口数的对数 ７ ９１ １ ６１ ４ ３１ １２ ２９

第二产业增加值 各地区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２ ２３ ０ １２ ０ ８２ ２ ６１

就业人员对数 各地区城镇单位年末就业人员总数的对数 ７ ５７ ０ ８０ ５ ６３ ８ ８２

私营企业雇员比重
各地区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百分比
０ １４ ０ １４ ０ ０１ １ ０２

高等教育

从业人员比重

从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

的比例
１２ ９５ ９ ３８ ２ ００ ５９ ５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工会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

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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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省际技术创新活动的空间相关性， 见钱晓烨等 （２０１０） 中的分析。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１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报告了工会密度与区域技术创新的面板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在回归之前， 本

文针对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问题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检验结果支持固定

效应模型的设定。

表 ２ 第 （１） 和第 （２） 列是工会密度对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的估计结果，

第 （３） 和第 （４） 列是工会密度对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

显示， 工会覆盖密度对技术创新活动及产出的两个测量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

这表明一个地区工会覆盖密度越高， 该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越高。 在没有加入控制变

量的模型 （１） 和 （３） 中， 工会密度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估计系数

分别为 １１ １２ 和 １０ ９８。 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 （２） 和 （４） 中， 工会覆盖密度对发

明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５ ８７４ 和 ５ ３９３， 这表明工会覆盖密

度每增加 １％ ， 各省下一年度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将平均增加 ３ ５６％ ， 每万人发明专

利授权量将平均增加 ２ ２０％ 。

表 ２　 工会覆盖密度与技术创新 （面板模型）

因变量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

（１） （２） （３） （４）

工会覆盖密度的一年滞后项
１１ １２０∗∗∗

（０ ４１５）
５ ８７４∗∗∗

（０ ３５６）
１０ ９８０∗∗∗

（０ ４５０）
５ ３９３∗∗∗

（０ ３５５）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对数
２ ９３３∗∗∗

（０ ２８３）
２ ４７９∗∗∗

（０ ２８３）

就业人员对数
１ ７２４∗∗∗

（０ ２６５）
２ ５１１∗∗∗

（０ ２６４）

私营企业雇员比重
０ ７１８∗

（０ ４３０）
１ ３６９∗∗∗

（０ ４２９）

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比重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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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

（１） （２） （３） （４）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省份个数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５６１ ０ ８３２ ０ ５１２ ０ ８４２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１ ０７ ２１ ３３ １６ ０９ １９ ５２

　 　 注： 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没有纳入研究， 样本省份个数为 ３０ 个；∗、∗∗、∗∗∗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 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工会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

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２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宏观计量模型往往具有内生性问题， 主要来源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

关系， 以及遗漏变量问题。 为了进一步纠正内生性产生的干扰， 本文选取了两个工具

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进一步检验。

本文选取了 “省工会条例中是否要求企业在 １２ 个月内建立工会” 和 “省工会条例

中是否要求企业在 ６ 个月内建立工会” 这两个虚拟变量作为工会覆盖密度的工具变量。

这两个政策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条件： 一是与一个省的工会覆盖密度高度相关；

二是与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相关性较低。 本文对工具变量模型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这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 ３ 报告了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的工会覆盖密

度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 ３ 第 （１） 和第 （２） 列报告了采用 “省工会条例中是否要求企业在 １２ 个月内建

立工会” 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 根据第 （１） 列的结果， 各省工会条例中对于 １２

个月内建立工会的政策规定与该地区的工会覆盖密度显著正相关。 在引入工具变量的

２ＳＬＳ 模型中 （第 （２） 列）， 工会覆盖密度对技术创新活动仍然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

影响①。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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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所限， 表 ３ 仅报告了以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我们也检

验了以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因变量的模型， 估计结果与表 ３ 一致。



表 ３　 工会覆盖密度对技术创新影响的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工会覆盖密度的

一年滞后项

每万人发明专利

申请量对数

工会覆盖密度的

一年滞后项

每万人发明

专利申请量对数

（１） （２） （３） （４）

各省工会条例中

要求 １２ 个月内建立工会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３）

各省工会条例中要求 ６ 个月

内建立工会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３）

工会覆盖密度的一年滞后项
１３ ３１∗∗∗

（２ ７２２）
１１ ４８０∗∗∗

（３ １３６）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对数
０ ３１３∗∗∗

（０ ０３２）
０ ４８３

（０ ９６３）
０ ３２２∗∗∗

（０ ０３２）
１ ０８５

（１ ０８０）

就业人员对数
－ ０ １６３∗∗∗

（０ ０３２）
２ ８５６∗∗∗

（０ ５４５）
－ ０ １７４∗∗∗

（０ ０３３）
２ ５７８∗∗∗

（０ ５７３）

私营企业雇员比重
０ ３３４∗∗∗

（０ ０５１）
－ １ ８４９∗

（１ ０９５）
０ ３３４∗∗∗

（０ ０５１）
－ １ ２１８
（１ １９４）

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比重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５）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省份个数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ＩＶ Ｖ Ｓ ＦＥ） ２０７ ３８∗∗∗ ５９ ４８∗∗∗

Ｒ２ ０ ４９６ ０ ４８９

Ｃｈｉ２ ９７３５２ １２１６９１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７ ９０ ７ ９０４ １５ ７２ ９ １７６

　 　 注： 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没有纳入研究， 样本省份个数为 ３０ 个；∗、∗∗、∗∗∗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 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工会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

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对比表 ３ 第 （２） 列与表 ２ 第 （２） 列的结果可以发现，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工会

覆盖密度对技术创新的效应小于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的效应， 这表明内生性问题导致固

定效应模型低估了工会密度对技术创新的效应。 这可能是由于工会密度和技术创新反

向、 共同地受到了特定的因素的影响， 如地区对外开放的时间。 当一个地区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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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越长 （如广东）， 该地区的创新活力和创新基础往往更好， 技术创新表现更好。 而

这些早期开放地区的企业往往会形成不重视工会， 以确保用工低成本的管理传统， 从

而体现为该地区较低的工会覆盖率。 当模型中遗漏了这类变量， 也会导致工会密度对

技术创新的影响被低估。

表 ３ 第 （３） 和第 （４） 列报告了采用 “省工会条例中是否要求企业在 ６ 个月内建

立工会” 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 估计结果和第 （１） 以及第 （２） 列的结果十分接

近。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虽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 但是省级变量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效应

仍然会影响工会密度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因而， 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工会

密度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检验， 以获得更精确的估计结果。

（二） 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

１ 空间相关性检验

采用空间依赖性统计指标可以严格地反映经济变量在区域间的相关性。 表 ４ 报告

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中国技术创新活动和工会覆盖密度的莫兰指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吉尔瑞指

数 （Ｇｅａｒｙｓ Ｃ） 统计量及其显著性。 莫兰指数是最常用的检验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的

指标 （Ｍｏｒａｎ， １９５０）。 当其取正值， 表示空间正相关， 高值与高值聚集在一起， 低值

与低值聚集在一起。 反之， 则为空间负自相关。 由于莫兰指数对空间矩阵设定较为敏

感， 且对趋势有严格的限定假设， 本文还报告了吉尔瑞指数 Ｇｅａｒｙｓ Ｃ 指数 （Ｇｅａｒｙ，

１９５４）， 该变量取值大于 １ 表示负相关， 小于 １ 表示正相关。

表 ４　 工会覆盖密度与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年份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 工会覆盖密度

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 Ｉ） 吉尔瑞指数（Ｇｅａｒｙｓ Ｃ） 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 Ｉ） 吉尔瑞指数（Ｇｅａｒｙｓ Ｃ）

２００１ ０ １５５∗ ０ ５０９∗∗ ０ ２１０∗∗ ０ ５１９∗∗

２００２ ０ ２０８∗∗ ０ ４６２∗∗∗ ０ ２８０∗∗∗ ０ ４２１∗∗∗

２００３ ０ １８３∗∗ ０ ４９５∗∗∗ ０ ２８１∗∗∗ ０ ５３５∗∗∗

２００４ ０ １８８∗∗ ０ ４９３∗∗∗ ０ ２６９∗∗∗ ０ ４９５∗∗∗

２００５ ０ １５９∗ ０ ５３８∗∗∗ ０ １９０∗∗ ０ ５３６∗∗

２００６ ０ １６５∗ ０ ５５３∗∗∗ ０ １８５∗∗ ０ ５５９∗∗

２００７ ０ １９３∗∗ ０ ５２１∗∗∗ ０ １７４∗∗ ０ ５５２∗

２００８ ０ １６５∗ ０ ５５０∗∗∗ ０ １４２∗ ０ ５９０∗

２００９ ０ １８４∗∗ ０ ５５６∗∗∗ ０ １２０ ０ 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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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 工会覆盖密度

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 Ｉ） 吉尔瑞指数（Ｇｅａｒｙｓ Ｃ） 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 Ｉ） 吉尔瑞指数（Ｇｅａｒｙｓ Ｃ）

２０１０ ０ １７６∗ ０ ５９５∗∗ ０ ０４６ ０ ７５９

２０１１ ０ １７８∗ ０ ５９９∗∗∗ ０ ０５４ ０ ７１２

２０１２ ０ １６７∗ ０ ６４０∗∗ ０ ０４２ ０ ７３５

２０１３ ０ １５０∗ ０ ６７８∗∗ ０ ０１０ ０ ８３７

２０１４ ０ １６４∗ ０ ６７６∗∗ － ０ ０３９ ０ ９０３

２０１５ ０ １９５∗∗ ０ ６６２∗∗ ０ ０２２ ０ ８３４

２０１６ ０ ２１１∗∗ ０ ６２５∗∗∗ － ０ １０１ １ ０４５

２０１７ ０ ２２６∗∗ ０ ６４６∗∗ － ０ １１４ １ ０６８

２０１８ ０ ２９４∗∗∗ ０ ５４５∗∗∗ — —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工会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

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计算了基于三种不同空间加权矩阵的莫兰指数和吉尔瑞指数统计量及其 Ｚ 值，

分别为： 基于相邻标准的临近空间加权矩阵、 基于距离标准的临近空间加权矩阵以及

Ｋ 阶临近空间加权矩阵。 基于对三组结果的比较， 本文选择了使莫兰指数和吉尔瑞指

数结果最为稳健的相邻标准的空间加权矩阵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

根据表 ４ 报告的结果， 在多数年份， 莫兰指数和吉尔瑞指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工

会覆盖密度和技术创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 即某一省份较高的创新活动与相邻省份

较高的技术创新相关。 同时， 某一省份较高的工会覆盖密度与相邻省份较高的工会覆

盖密度相关。 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可能是由地区间的知识溢出导致的， 随着两省间

距离的增加， 知识溢出的效果逐渐减弱。 工会覆盖密度的空间相关性则可能来自于地

区间产业结构、 企业所有制占比以及工会政策的相近性。

此外， 表 ４ 结果显示， 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的显著性经历了自强而弱再变强的

过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工会覆盖密度的空间相关性在 ２０１０ 年后不再显著，

且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莫兰指数值为负， 但系数并不显著。 总体来看， 上述结

果显示工会覆盖密度的空间相关性正在减弱。

２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空间相关性检验的结果揭示了工会覆盖密度和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存在， 空间

关系应当被纳入回归模型中。 因此， 本文采用了空间面板模型对工会密度与省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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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检验。 表 ５ 中报告了空间滞后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①。 根据检验

的结果， 与固定面板模型相比， 采用空间面板模型是更加合理的。 对模型空间相关性

的检验也支持这一模型设定。

表 ５　 工会覆盖密度与技术创新 （空间面板模型）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

（１） （２） （３） （４）

工会覆盖密度的一年滞后项
２ ５８９∗∗∗

（０ ３６９）
２ ７４１∗∗∗

（０ ３２０）
１ ８３４∗∗∗

（０ ３８６）
２ １９９∗∗∗

（０ ３０４）

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对数的

空间滞后项 ＡＲ （１）
０ １６４∗∗∗

（０ ００５）
０ １０７∗∗∗

（０ ００６）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对数的

空间滞后项 ＡＲ （１）
０ １７５∗∗∗

（０ ００６）
０ １１１∗∗∗

（０ ００５）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对数
１ １６２∗∗∗

（０ ２３７）
０ ６７６∗∗∗

（０ ２２６）

就业人员对数
１ ３３６∗∗∗

（０ ２０５）
１ ９９６∗∗∗

（０ １９７）

私营企业雇员比重
０ ９３８∗∗∗

（０ ３３０）
１ ５００∗∗∗

（０ ３１６）

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比重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６）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省份个数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３６３ ６０ － ２４５ ３５ － ３９５ ３５ － ２２２ ０５

模型设定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ＬＲ ｔｅｓｔ ２３５ １１∗∗∗ １９５ ４７∗∗∗ ２１６ ８３∗∗∗ １６５ ４６∗∗∗

Ｃｈｉ２： ＳＡＲ ｖｓ ＯＬＳ ９５５ ４５∗∗∗ ３５２ １６∗∗∗ １０２１ ９６∗∗∗ ４２５ ４１∗∗∗

模型空间相关性检验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０ １２１∗∗∗ － ０ １１６∗∗∗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３４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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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也采用了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和空间自相关固定效应

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和表 ５ 总体一致。



续表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

（１） （２） （３） （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ａｒｙｓ Ｃ １ ０２５ １ １２３∗∗∗ ０ ８３０∗∗∗ ０ ９４８

ＬＭ ＳＡＣ １６ ０７∗∗∗ １４ ６７∗∗∗ １ ８４５ １ ２５７

　 　 注： 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没有纳入研究， 样本省份个数为 ３０ 个；∗、∗∗、∗∗∗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 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于 ＬＭ ＳＡＣ ＝ ＬＭ Ｅｒｒ ＋ ＬＭ Ｌａｇ＿ Ｒ 或 ＬＭ ＳＡＣ ＝ ＬＭ Ｅｒｒ＿ Ｒ ＋ ＬＭ Ｌａｇ， 即空间

自相关的拉格朗日乘数是空间误差拉格朗日乘数和稳健空间滞后拉格朗日乘数之和或稳健空间误差拉格朗日乘数

和空间滞后拉格朗日乘数之和， 其对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与空间滞后拉格朗日乘数 （ＬＭ Ｌａｇ） 和空间误差拉格朗日

乘数 （ＬＭ Ｅｒｒｏｒ） 高度一致， 为节约篇幅， 本表仅报告了空间自相关的拉格朗日乘数 （ＬＭ ＳＡＣ） 值。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工会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

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５ 报告的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支持工会密度对技术

创新活动及产出的显著正向作用。 工会覆盖密度对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每万人发

明专利授权量的回归系数都在 １％水平上显著， 加入或不加入控制变量都没有改变回归

系数的显著性。 对比表 ２ 和表 ５ 中工会覆盖密度的估计系数， 可以观察到空间面板模

型的估计系数明显小于面板模型的结果。 这表明， 面板模型由于没有考虑空间交互效

应， 会高估工会密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表 ５ 中也可以看到， 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都是正向显著的， 这表明相

邻省份的技术创新在空间上的溢出和集聚会对某个省份的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这说明

空间滞后性确实可以解释一部分技术创新。 当传统的面板模型不考虑空间相关性时，

解释变量的影响会被高估。

为了同时考虑空间效应和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采用了两种方

法进行进一步检验①。 方法一是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该模型将因变量的时

间滞后项纳入模型中， 从而对内生地影响因变量的因素进行控制 （Ｌｅｅ ＆ Ｙｕ， ２０１０）。

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６ 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中。 方法二是参考 Ｆ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２００８）， 根据

内生变量取值属于排序的上段、 中段或下段将内生变量赋值为 － １， ０， １， 构造出内生

变量的准工具变量 （ｑｕａｓ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再采用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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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到目前空间计量技术方法发展的限制， 本文还无法在空间面板模型中估计 “各省工会条例

中要求 １２ 个月内建立工会” 和 “各省工会条例中要求 ６ 个月内建立工会” 这两个工具变量

模型的结果。 因而， 本文运用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两种

方法尝试在空间模型中控制内生性问题。



准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６ 第 （２） 列和第 （４） 列中。

表 ６ 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都显示， 工会覆盖密度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相比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控制了内生性的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

系数进一步减小了， 表明在控制了空间效应和内生性问题的固定效应模型中， 工会对

技术创新的影响被高估了。

表 ６　 工会覆盖密度与技术创新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

动态空间

面板模型 （１）
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

最小二乘模型 （２）
动态空间

面板模型 （３）
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

最小二乘模型 （４）

工会覆盖密度的一年滞后项
０ ３１９∗

（０ １７０）
１ ７４９∗∗∗

（０ ３６３）
０ ７６６∗∗∗

（０ １７３）
１ ７８４∗∗∗

（０ ３５５）

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对数的

空间滞后项 ＡＲ （１）
０ １４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３）

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对数的

时间滞后项 （滞后一年）
０ ８１８∗∗∗

（０ ０２３）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对数的

空间滞后项 ＡＲ （１）
０ ２９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３）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对数的

时间滞后项 （滞后一年）
０ ５９６∗∗∗

（０ ０２５）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对数
０ ４６１∗∗∗

（０ １２１）
０ １８９∗∗∗

（０ ０２５）
０ ６６６∗∗∗

（０ １２５）
０ １６７∗∗∗

（０ ０２４）

就业人员对数
－ ０ ０１０
（０ １２２）

０ ０９９∗∗∗

（０ ０２１）
０ ４７７∗∗∗

（０ １３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１）

私营企业雇员比重
－ ０ １３９
（０ １５７）

０ １２７∗∗∗

（０ ０２４）
０ ５３４∗∗∗

（０ １６５）
０ １０６∗∗∗

（０ ０２４）

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比重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１１１∗∗∗

（０ ０２４）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１０ ５４０ ５１０ ５４０

省份个数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２ ０ ９７ ０ ８０ ０ ８８ ０ ８１５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２２ ８１ － ２５７ ７５ ６７ ４６ － ５６６ ８４

模型设定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ＬＲ ｔｅｓｔ ５９ ８０∗∗∗ ７６ ７７∗∗∗

模型空间相关性检验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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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数

动态空间

面板模型 （１）
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

最小二乘模型 （２）
动态空间

面板模型 （３）
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

最小二乘模型 （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ａｒｙｓ Ｃ １ ０７６∗ １ ０６９

ＬＭ ＳＡＣ ５ ９３２∗ ５ ５６６∗

　 　 注： 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没有纳入研究， 样本省份个数为 ３０ 个；∗、∗∗、∗∗∗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于 ＬＭ ＳＡＣ ＝ ＬＭ Ｅｒｒ ＋ ＬＭ Ｌａｇ＿ Ｒ 或 ＬＭ ＳＡＣ ＝ ＬＭ Ｅｒｒ＿ Ｒ ＋ ＬＭ Ｌａｇ， 即空间自相

关的拉格朗日乘数是空间误差拉格朗日乘数和稳健空间滞后拉格朗日乘数之和或稳健空间误差拉格朗日乘数和空间滞

后拉格朗日乘数之和， 其对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与空间滞后拉格朗日乘数 （ＬＭ Ｌａｇ） 和空间误差拉格朗日乘数 （ＬＭ
Ｅｒｒｏｒ） 高度一致， 为节约篇幅， 表中仅报告了空间自相关的拉格朗日乘数 （ＬＭ ＳＡＣ） 值； 由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引

入了因变量的时间滞后项， 因而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的观测值个数为 ５１０ 个。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工会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

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工会与技术进步之

间的关系。 面板实证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 工会覆盖密度 （工会密度） 对每万人专利

申请量和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即技术创新活动及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进一步， 本文使

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工会密度会对各省的技术创新水平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效

应。 在此基础上， 通过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发现工会覆盖密度和技术进步之间的

确存在空间相关性。 为此， 本文采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工会密度与省际技术创新的关

系进行进一步检验， 回归估计依然支持工会密度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中国工会的特点和状况， 与中国工会的 “弱垄断性” 和

“强话语权” 是一致的。 与西方工会不同， 中国的工会并不是独立工会， 中国工会的

“弱垄断性” 减少了对技术进步的阻碍。 而且， 中国的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代

表和保护工人的权益， 具有较强话语权的一面能够鼓励和促进组织的创新。 本文的研究

结果也与 Ｆａｎｇ ＆ Ｇｅ （２０１２） 从企业层面发现中国工会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

系， 工会对创新产出与研发投资均有正面影响是一致的。 尽管本文的发现与该研究的结

论一样， 但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关中国工会与区域技术创新活动及产出之间的宏观证据。

基于本研究显示的中国工会对区域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实践中应该鼓励

各级工会通过直接参与等各种方式， 在组织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继续积极发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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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通过提升职工素质和创新能力， 推动组织的技术创新， 进而推动地区和社会的

技术进步。 同时， 建议加强各省份之间工会层面的技术交流和创新活动的开展， 通过

区域间工会对技术创新的空间外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促进各地区技术进步。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研究还存在不足， 进一步研究工作应该利用微观数据和案例

研究来更好地揭示中国工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 比如， 可以比较研究中

国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等不同类型的组织中工会对创新和技术的影响。 此

外， 在分析中， 还应该考虑和控制其他因素如市场状况、 组织的管理情况等对技术创

新的影响， 尤其是工会在其中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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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５ （３）， ３３９ － ３４９
Ｂｅｔｔｓ， Ｊｕｌｉａｎ，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Ｏｄｇｅｒｓ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１）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Ｄａｔ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４ （３）， ７８５ － ８０６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 Ｄａｖｉｄ ＆ Ａｌｅｘ Ｂｒｙｓｏｎ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７７ （３０５）， ９２ － １０９

Ｂｒｏｎａｒ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 ＆ Ｄｏｎａｌｄ Ｄｅｅｒｅ （１９９３） ． Ｕｎ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６６ （１）， １１７ － １３２
Ｂｕｄｄ， Ｊｏｈｎ ＆ Ｉｎ⁃Ｇａｎｇ Ｎａ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Ｗ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８ （４）， ７８３ －８０７

Ｂｕｄｄ， Ｊｏｈｎ， Ｗｅｉ Ｃｈｉ， Ｙｉｊ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 Ｑｉａｎｙｕｎ Ｘｉｅ （２０１４） ． Ｗｈａｔ Ｄｏ Ｕ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ｏ？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Ｗａｇ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ｐｕ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５ （２）， １８５ － ２０４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ｒｒｙ Ｈｉｒｓｃｈ ＆ Ｍａｒｋ Ｈｉｒｓｃｈｅｙ （１９８６） ． Ｕｎｉｏｎ Ｒｅｎｔ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６８ （４），
５６７ － ５７７

Ｄｏｕｃｏｕｌｉａｇｏｓ， Ｈｒｉｓｔｏｓ ＆ Ｐａｔｒｉｃｅ Ｌａｒｏｃｈｅ （２０１３） ．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５２
（２）， ４６７ － ４９１

Ｅｌｈｏｒｓｔ， Ｐａｕｌ （ ２００３ ）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６ （３）， ２４４ － ２６８

·２４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３ 期



Ｆａｎｇ， Ｔｏｎｙ ＆ Ｙｉｎｇ Ｇｅ （２０１２） ．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ｒ Ｓｔｒｉｆ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３ （１）， １７０ － １８０
Ｆ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２００８） ．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４ （１）， ３５ － ５７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 Ｊａｍｅｓ Ｍｅｄｏｆｆ （１９８４） ． Ｗｈａｔ ｄｏ ｕｎｉｏｎｓ ｄ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２００５） ． Ｗｈａｔ Ｄｏ Ｕｎｉｏｎｓ Ｄｏ？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Ｍ⁃Ｂｒａｎｅ Ｓｔｒｉｎｇｔｗｉｓｔｅｒ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６ （４）， ６４１ － ６６８
Ｇｅａｒ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１９５４）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ｉａｎ， ５ （３）， １１５ － １４６

Ｇｒｏｕｔ， Ｐａｕｌ （１９８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 Ｎａｓｈ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５２ （２）， ４４９ －４６０

Ｈｉｒｓｃｈ， Ｂａｒｒｙ （１９９１） ． Ｌａｂｏｒ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Ｕ Ｓ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Ｗ Ｅ Ｕｐｊｏｈ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ｒｓｃｈ， Ｂａｒｒｙ （ １９９２ ） ． Ｆｉｒ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１ （１）， ９５ － １２１

Ｈｉｒｓｃｈ， Ｂａｒｒｙ （２０１２） ． Ｕｎｉｏｎｓ，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Ｅｓｔｌｕｎｄ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ｃｈｔｅｒ （ ｅ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Ｕ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ｐ １０７ － １４５

Ｈｏｑｕｅ， Ｋｉｍ ＆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Ｂａｃｏｎ （ ２０１１ ） ．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ＵＬ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５ （２）， ２１８ － ２３３

Ｋｉｚｉｌｏｓ， Ｍａｒｋ ＆ Ｙｏｎａｔａｎ Ｒｅｓｈｅｆ （１９９７）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Ｕｎ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Ｈ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８ （４）， ６４１ － ６５６

Ｌｅｅ， Ｌｕｎｇ⁃ｆｅｉ ＆ Ｊｉｈａｉ Ｙｕ （２０１０）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５４ （２）， １６５ － １８５

Ｍｅｎｅｚｅｓ⁃Ｆｉｌｈｏ， Ｎａｅｒｃｉｏ ＆ Ｊｏｈｎ Ｒｅｅｎｅｎ （２００３） ．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Ｊｏｈｎ 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Ｃｌａｕｓ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 （ ｅｄ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ｐ ２９３ － ３３４

Ｍｏｒａ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１９５０） ．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 ３７ （１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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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 ２３

Ｒｅｓｈｅｆ， Ｙｏｎａｔａｎ， Ｂｒａｎ Ｂｅｍｍｅｌｓ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ｏｌｆｅ （１９９３）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ｎ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１４ （１）， １０９ － １３１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 Ｃｌａｕｓ ＆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Ｗａｇｎｅｒ （１９９２ａ） ．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 （４）， ３９３ － ４０６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 Ｃｌａｕｓ ＆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Ｗａｇｎｅｒ （１９９２ｂ） ．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３９ （３）， ３６９ － ３７３

Ｓｈｅｈａｔａ， Ｅｍａｄ ＆ Ｓａｈｒａ Ｍｉｃｋａｉｅｌ （２０１３）． ＳＰＲＥＧＦＥＸ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ａｇ ａｎｄ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ｐｅｃ ｏｒｇ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ｂｏｃｂｏｃｏｄｅ ／ Ｓ４５７５２４ ｈｔｍ

Ｕｌｐｈ，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 Ｄａｖｉｄ Ｕｌｐｈ （１９９４） ．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ｔ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８ （１）， １９５ － ２１０

Ｗａｌｌｉｓ， Ｅｍｍａ， Ｍａｒｋ Ｓｔｕａｒｔ ＆ Ｉａｎ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２００５） ．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Ｕｎｉｔ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Ｋ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 （２）， ２８３ － ３０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ｅ Ｑｉａｎｙｕｎ１ ＆ Ｑｉａｎ Ｘｉａｏｙｅ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ｃｒｏ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５１， Ｏ３０， Ｏ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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